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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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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

的哲学建构。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

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生活儒学的主旨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

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诸多对

于经典人生理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式进路与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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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常常说自己终身

受“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支配，“中国式的人

生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自然确立，他对现代人生

幸福的探寻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在其早年的代表作《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不仅有“人生三路向”的标题，

而且有“孔子生活之乐”的专论；在其中年的代表作

《中国文化要义》中，“向里用力之人生”也赫然出现

在章节标题中，称“向里用力”是中国式人生的最大

特点；其晚年的代表作《人心与人生》更是直接以人

生主题为书名，探讨人心、心理、性情、理性、境界、

道德、宗教等诸多问题。“孔颜之乐”是先秦儒家德性

幸福的典范，“寻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家普遍关注的

重要问题。梁漱溟先生以其对儒家精神生活的深刻体

悟与文化自觉，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家的“乐学”“乐天”

“乐命”，并试图把儒家“乐的真味”呈现在世界人民

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先生开启了现代儒家幸

福观的崭新建构。 

 

一、文化比较中的人生幸福论 

 

提及人生幸福论，学界通常把古希腊文明中的幸

福伦理学作为人类对幸福探索的思想源头。雅典七贤

之一的梭伦提出“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幸福在于善

始善终”，他因此被视为古希腊对幸福范畴展开理论思

考的第一人。之后，苏格拉底的“正确的生活”、柏拉

图的“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就是至善”

更为学人所熟知。相比之下，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中

并未将“幸”“福”二字连用，因此没有直接出现西方

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幸福”词语。然而，从《诗经》

《易经》中频繁出现的“福”“禄”“吉”“喜”，从《尚

书》中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

终命”，到原始儒家的“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再到

宋明儒学中的“孔颜乐处”，儒家文明无可争议地以自

己的方式展开了对于人生幸福的探索。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中，梁漱溟先生

声明要研究“孔家生活”，要把自己看到的“孔子人生”

贡献给世界，要引导人们走“孔子的路”，实际上就是

明确了以儒家的“孔颜之乐”作为现代社会幸福观的

理论根基。“孔颜之乐”是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这是

一种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个体人生幸福，有着强烈的

道德精英主义的色彩。而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孔子的

生活之乐极其宽泛、极其平常。生趣盎然、天机活泼

是生活之乐，“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是

生活之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生活之乐，“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是生活之乐。进一步而言，儒

家传统的生活之乐是从偏重道德个体安身立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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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而梁漱溟先生的现代儒家幸福观则偏重民族

意识和社会关切。“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

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

从为人晓得。”[1](241)于是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儒家的

人生就成为解决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中的问题的一剂

良药。 

两千多年前，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希腊、

印度、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在相对隔离、互不知晓的地

区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西学不断涌入中国思想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

科学、民主、启蒙、救亡开始奏响时代的强音，中国

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展开了激烈而深刻的探讨。东

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

持续且热切关注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理

论背景之下，梁漱溟先生的现代儒家幸福观就具有了

前所未有的文化对照的广阔视野。把中国人生幸福观

的建构置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是在人生幸

福观的对照中进行东西文化的比较，这是梁漱溟先生

新儒家幸福观的明显特质。 

人们常常在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哲

学宗教等方面展开文化考察，而梁漱溟先生则直接把

文化归结为生活，进而把生活归结为意欲的满足状态。

于是，一种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精神生活，比如社会组织、

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的社会生活，以及饮食、起居、

利用自然界等物质生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差异就

深入地呈现为生活方向、意欲方向的比较。“梁漱溟先

生正是从人生实践体验的角度来感受和构筑他的文化

理论的。因此，我们对梁漱溟先生文化理论的分析研

究，无论是其提问方式还是解答问题的方式以及由此

得出的结论，都不应离开其人生实践。”[2]在梁漱溟先

生看来，所谓的西方化就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

神的，是一种向前奋斗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了科学与

民主的文化精神特征。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是安分知足、

随遇而安的，因此中国文化是以意欲的调和、持中为

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

遇到问题往往考虑彻底取消问题，因此是以意欲反身

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人类

的生活就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路向——向前、向后、

调和。梁漱溟先生提出，考察西方文化不能仅仅着眼

于显性的科学、民主与征服自然，而应当考究其人生

态度与生活路向。西方文化就是要努力追求现世幸福，

虽有巨大成就，但渐渐沦为利己、肉欲、淫纵、骄奢、

残忍、纷乱。而印度文化违背生活本性，饥饿不食、

投入寒渊、用火炙烤、赤身裸露等行为荒谬离奇，形

成了精神生活上的畸形发展。从中可以发现，梁漱溟

先生对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考察，实际上是对西方

和印度人生幸福论的文化批判。梁漱溟先生认为这才

是在根本或本源上的文化思考。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 年正式出版后引起强

烈的社会反响，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笔墨纷争

四起。文化现象纷繁复杂，胡适先生批评梁漱溟先生

的文化哲学“武断”“笼统”“全凭主观”，不无道理，

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文化比较中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似乎更值得重视。梁漱溟先生没有对西方文化

史的整体进行考察，而只是抓住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要

点，以此作为文化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自然会出现以

偏概全的情形。梁漱溟先生提出西洋人生哲学或崇尚

理智，或强调功利计算，或强调知识经营，或强调绝

对且严重的理性，甚至得出西洋实在不曾有什么深厚

人生思想的结论。在这些有失偏颇的表述的背后，有

着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梁漱溟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复

兴中国自己的人生哲学，进而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对西方和印度人生幸福论进行猛烈的文化批判之

后，梁漱溟先生郑重提出中国人应该树立正确的态度：

①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②对于西方文

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③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在这里，把

中国儒家、孔子的生活贡献给全世界的人类，成为梁

漱溟先生充满自信的文化使命。可以发现，在梁漱溟

先生那里，孔子的东西、儒家的学问不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生活，只有复兴了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才

能使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由此可见，

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儒家人生哲学已经不是少数精英

安贫乐道的“孔颜之乐”，而是更加宽泛的大众化的中

国人生幸福论。 

 

二、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孔颜之乐” 

 

作为现代新儒学开风气的人物，梁漱溟先生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等著作中多次表述了强烈的

文化使命意识，即要为中国儒家做一个说明，开出一

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那么，梁漱溟先生所说明

的儒家到底是何种儒家？此种儒学又是如何与现代学

术接头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对儒学的历史发展

进行简略的梳理。原始儒学确立了“仁”与“礼”两



哲学研究                              张方玉：“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 

 

15 

 

个核心主题。孔子之后，儒学沿着不同的进路展开，

《韩非子·显学》划分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

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

儒、乐正氏之儒。思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传统

儒家的学问逐渐以“内圣外王之道”的形态为世人所

接受。“内圣”即是修身养性，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皆以修身为本；“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经历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昌盛之后，儒学在近代

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而在当代儒学的研

究中，哲学儒学、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

生活儒学、道德儒学等各种样式异彩纷呈。纵观儒学

发展的历史线索，立足于儒学研究的当代视域，不难

发现，梁漱溟先生所要复兴的儒学乃是生活儒学。 

第一，以梁漱溟先生自身所展示的个性特质而言，

生活维度是其思想与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梁漱溟先生

自述对生活极其认真，所以他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一

个整体。比如他早年倾心佛教生活，就既不吃肉食也

不娶妻生子，时间有八九年之久。而在生活思想发生

变化之后，他便毅然决定搁置佛家的生活，开始倡导

孔家的生活。梁漱溟先生声称别人可以没有思想见解

而生活，而他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是根本不能

生活下去的。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如此的严谨，他的生

活、行事从来不肯随便。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

自序中，梁漱溟先生说道：“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

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

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也把他贡献

给别人。” 

第二，以梁漱溟先生所看重的大事而言，乡村建

设是他一生为之奔走的重要社会运动，而乡村建设运

动所蕴含的理论也正是生活儒学。梁漱溟先生讲乡村

建设的事项虽然很多，但是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大方

面，即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进一步而言，梁漱溟

先生明确讲“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的一回事”。

这就清楚展现出乡村生活建设的重要性，因为乡村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汇聚于乡村生活建

设。具体而言，儒家的礼仪、习俗、伦常、惯例所构

成的日常生活，儒家道德共同体与西方民主相结合而

形成的政治生活，儒家关乎人心人性追求意义境界的

精神生活，这些复兴传统儒学并与现代世界接轨的生

活实践构成了乡村建设的一套理论。在这个意义上，

乡村建设运动也正是生活儒学落实到现实社会的建设

实践。 

第三，以梁漱溟先生思想体系中的基本理论而言，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

与人生》等著作均呈现出明确的生活儒学指向。在文

化哲学中，梁漱溟先生直接把文化归结为生活，称一

种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生活的三

种路向——向前、调和持中、向后，决定了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差异。在《朝话》中，梁漱溟

先生进一步提出“逐求、郑重、厌离”这三种人生态

度，并认为“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

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

之儒家”[3]。梁漱溟先生讲儒家的人生态度亦甚简单，

就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在梁漱溟先生那里，

儒学的根本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 

在一些学者看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学术接洽的

不同类型中，梁漱溟先生的儒学是一种“注重心理学

诠释的现代儒家哲学”，其基本进路是心理学的；而熊

十力先生的儒学是一种“注重宇宙论建构的现代儒家

哲学”，其基本进路是宇宙论的[4]。这种观点是以《人

心与人生》中的心理学诠释为依据的，然而就梁漱溟

先生的整体思想而言，其心理学部分的意义要明显逊

色于生活儒学的向度。根据以上所列举的理由，我们

可以认为梁漱溟先生的儒学乃是一种“注重生活儒学

的现代儒家哲学”，复兴生活维度的儒家哲学是其重心

所在。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既然已判定梁漱溟先生的

儒学是“注重生活儒学的现代儒家哲学”，那么此种儒

学所倡导的“郑重生活”究竟是何种形态的呢？对此，

在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寻到线索的。在宽泛

的意义上，梁漱溟先生所阐述的“从来的中国人生活”

即为此种“郑重的生活”；在更加具体的意义上，此种

“郑重的生活”也就是孔子的“乐的生活”。由于先秦

时期“孔颜之乐”对后世儒家的幸福观影响深远，所

以这里我们把梁漱溟先生生活儒学的核心要义规约为

“道德理想主义的孔颜之乐”。 

关于“从来的中国人生活”，梁漱溟先生以极强的

文化自信对之推崇有加。在物质生活方面，梁漱溟先

生指出大多数中国人虽然不能达到孔子那样的自得状

态，但是多能安分知足，享受现实眼前的生活。尽管

这样的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的，一切衣食住行享用都

赶不上西洋人，但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却比

西方人要多。这是因为中国人通过与自然融洽游乐的

态度获得了一种从容享受，而西方人不满足现状向前

追求以致精神苦闷。在社会生活方面，尽管中国人个

性得不到伸展，社会性也不发达，但是在家庭、社会

中处处有一种温情，而不是冷漠、敌视和算账。在精

神生活方面，中国人与自然浑融一体，从容享受生活，

人与人之间敦厚礼让，极其可贵。尽管中国人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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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极其匮乏，但文学、艺术、孔子那样的精神生

活自有其可贵之处。“我们再看孔子从这种不打量计算

的态度是得到怎样一个生活。我们可以说他这个生活

是乐的，是绝对了的生活。旁人生活多半是不乐的；

就是乐，也是相对的。何谓相对的乐？他这个乐事系

于物的，非绝关系的，所以为相对；他这个乐事与苦

对待的，所以为相对。若绝关系而超对待，斯为绝对

之乐。”[1](155)在“孔子生活之乐”的标题下，梁漱溟

先生不仅重申了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而且论及宋

明理学中的“寻孔颜乐处”，并且竭力称赞晚明时期的

王艮父子。王艮以乐为教，写作有《乐学歌》：“人心

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

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梁漱溟先生对此大

加称赞，认为泰州王艮颇有儒家圣人的样子。“中国文

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

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

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

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

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   

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

生。”[5]由此可以发现，在人生幸福论的意义上，梁漱

溟先生的生活儒学就是要把孔子“乐的生活”和“生

活之乐”复兴起来。 

 

三、传统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 

 

梁漱溟先生阐释孔子对于生活之赞美，不遗余力

地推崇孔子生活之乐，对今天的道德哲学而言，其重

大的启示意义就是德性幸福的建构。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激荡时期，梁漱溟先生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

现，充分展现了复兴儒家的理论勇气；而梁漱溟先生

能在“孔家生活”“生活之乐”的儒家人生幸福处着力

阐释，则更是展现了他超凡的理论自觉，他要复兴的

是儒家的生命与智慧。人们常将幸福与义务、良心、

荣誉、公正放在同一序列中，视其为伦理学研究中同

等重要的范畴，但实际上人生幸福论涵盖了义利、公

私、理欲、荣辱、理想、境界等诸多问题，有着更为

根本的意义。梁漱溟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孔子的东

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儒家要达到的是生

机盎然的“乐的人生”。为此，他批判汉代的经学只算

是研究古物，对孔子的生活精神却不在意，是只有外

面的研究而没有内心的研究；他称赞宋明理学的“寻

孔颜乐处”，因为宋明的儒者懂得去寻找孔子的生活精

神，要求顺天理无私欲实现乐的人生。“儒家盖认为人

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

理。”[6]即便是对于当时学界崇尚的民主与科学，梁漱

溟先生也明确提出只有踏实奠定一种郑重的人生态

度，才能真正吸收融合民主与科学之下的种种学术思

潮。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若是离开郑重的人生态度，也

无法取得积极有益的结果。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新儒

学中人生幸福论的地位与价值，在梁漱溟先生那里被

重新确立起来了。 

在当下的幸福伦理学的研究中，人们还经常使用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实现幸

福与享受幸福的提法，而这种习惯性的表达却容易遮

蔽幸福的道德底蕴。因为物质幸福、个体幸福、享受

幸福也可能是道德的，而所谓的精神幸福、群体幸福、

实现幸福也可能并不具备充分的道德合理性。尽管“德

性论”与“幸福论”在道德哲学中为人们所熟知，然

而提及德性幸福时，人们却又认为这是相对陌生的概

念。我们可以把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作为一对概念来

看待，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德性幸

福不是要摒弃功利幸福，而是不以功利为直接目的，

是对功利的超越。“孔颜之乐”是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

这是一种安贫乐道的人生幸福。但是在孔子师生那里，

不仅有相对纯粹的“孔颜之乐”，还有相对抽象的“曾

点之志”，甚至还有相对现实的“子张之禄”。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在早期儒家那里便已经出现了纯粹德

性幸福、抽象德性幸福、现实德性幸福等三种形态[7]。

梁漱溟先生的人生幸福论是以儒家的生活之乐为基础

的。“孔颜之乐包含道德生命的愉悦，因此，他的乐观

主义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8]在梁漱溟先生那里，

“德者得也”“德得相通”，道德成为生命的和谐、生

命的艺术，“成己”与“成物”内在相通，道德与人生

幸福内在一致，呈现出清晰的德性幸福的致思路径。 

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上，梁漱溟先生以现代学者

的视角提出诸多深刻的见解。关于道德的概念，梁漱

溟先生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是在社会

学方面，其二是在人生方面。这种见解与黑格尔关于

道德、伦理的区分非常接近。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

道德虽然有时可以呈现为不平常的事件，但即便是不

平常的事件，道德也仍然是平常人心里都有的道理。

所以梁漱溟先生讲道德并不以新奇为贵，是“庸言庸

行”。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先生进一步提出道德并不是

所谓的拘谨或束缚，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力量是道

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于是道德与人生幸福内在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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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道德便是“生命的精彩”，是“生命发光的

地方”，是“生命动人的地方”，是“让人看着很痛快、

很舒服的地方”。儒家的圣人正是因为具有深厚的道德

底蕴，所以生命中时时得到和谐、精彩与生意盎然。

在其晚年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先生充满

信心地预言：“道德发乎人类生命内在之伟大，不从外

来。人类生活将来终必提高到不再分别目的与手段，

而随时随地即目的即手段，悠然自得的境界。此境界

便是没有道德之称的道德生活。”[9]由此，梁漱溟先生

实际上传承创新了儒家“德福一致”的理路，这深刻

启示着现代德性幸福的精神建构。 

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梁漱溟先生并非

一位封闭守旧之卫道士。在人生幸福论的讨论中，当

然不能不提到梁漱溟先生对于西方生命哲学的吸纳。

梁漱溟先生的著作论及中西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叔本

华、柏格森、奥伊肯、罗素、克鲁泡特金、泰戈尔等

人的思想均成为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其中，对梁漱

溟先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生命派哲学家柏格森。梁

漱溟先生吸取了柏格森关于“生命”“绵延”“直觉”

的思想，认为孔子的精神生活似宗教而非宗教，非艺

术亦艺术，与西洋近代的生命派哲学非常相似。梁漱

溟先生对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吸收经历了较长的时

间，尽管他晚年对于生命哲学有所检讨，但实际上，

梁漱溟先生在生命哲学与儒家人生思想相互印证、相

互诠释的致思路径上并没有根本改变。罗素也是梁漱

溟先生表彰的重要思想家，因为在他看来，罗素的“自

由生长”与孔家的“不碍生机”具有相同的旨趣。梁

漱溟先生倡导从根本上启发一种人生，既涵容了向前

的态度，又能超脱个人的为我、物质的计较、功利的

目的，达到从内在发出真正的生机来。这也是与罗素

所谓的“创造冲动”相一致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只有

这样向前的态度与行动，才能拥有生命的力量与生活

的乐趣，从而弥补中国人向来的短处，且能避免西洋

文化的弊病。 

在儒家人生幸福观的现代建构中，梁漱溟先生赋

予传统的概念范畴以新的意义，增加了许多富有时代

意义的新内容。关于儒家的“仁”，梁漱溟先生提出“仁”

是极有活气且稳定平衡的心理状态，是内心的敏锐直

觉。“仁”就是对于生活的由衷赞美，对于自然的饮食

男女的本能情欲并不排斥也并不计算；顺理有度，生

机活泼，自然流行也就是“仁”的状态。关于儒家的

“刚”，梁漱溟先生竭力推崇，认为“刚”统括了孔子

的全部哲学。在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中，“刚”是内在用

力极其充实的活动，“刚的动”是真实的感发。这就是

要提倡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并且同时要排斥那

种不断向外追求物质的扩张野心。梁漱溟先生认为真

正的儒学中有符合现代精神的因素，“这种‘刚’的精

神足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主流——那种多少带有消极

意义的‘自得’态度之不足”[10]。关于“创造”之于

人生幸福的意义，梁漱溟先生在晚年讲，追求享受、

名利的人不过是受身心牵累的庸人，奔赴理想，努力

创造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人从不

甘心于在狭小的自私中混来混去，生命就是“向上创

造”，就是“向上翻高”，就是“往广阔里开展”。梁漱

溟先生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从生物的进化到人

类社会的进化，都是宇宙大生命的无限创造，所以人

类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除此之外，梁漱溟先生

还批判了传统伦理社会中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缺失，

提倡“人的个性伸展”和“人的自由”，并且实现“社

会性发达” ——倡导建设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这些

思想显然是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所不曾具有的。 

综上所述，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

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

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在文化哲学层面，其东西

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

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

的理论框架。把中国人生幸福观的建构放置于文化比

较的视野之中，或者说在人生幸福观的对照中进行东

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梁漱溟先生新儒家幸福观的明

显特质。在儒家思想层面，生活儒学的重心转向，道

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

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梁漱溟先生的儒学乃

是一种“注重生活儒学的现代儒家哲学”，复兴生活维

度的儒家哲学是其重心所在。在具体的人生幸福层面，

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

“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于儒家经典人生理

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

式进路与现代转型。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德者得也”

“德得相通”，道德成为生命的和谐、生命的艺术；“成

己”与“成物”内在相通，道德与人生幸福高度一致，

现代德性幸福的理念已经呼之欲出。在这个意义上，

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家幸福观是现代中国德性幸福论的

重要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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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o-Confucianism eudemonism of Liang Shuming 

 

ZHANG Fangyu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Liang Shuming, by taking as the basis "Confucius-Yan's Happiness" which i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by resorting profou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pened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 The open horizon of comparing eastern culture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 awareness for “Chinese problems” and “life problems”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 The focus shift to Life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spirit in the moral horizon, re-established the value and the status of “happiness Life” in 

Confucianis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life philosophy, the upward creation of a “personality extension”, 

the life attitude of “natural harmony”, and the multifarious re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heory of life, all hav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virtue happiness present a new kind of approach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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